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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通过使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跨境直接执行成为可能，我国虽签署了《公约》，但

尚未通过国内立法程序批准《公约》，在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领域我国仍处于立法空白，实践中存在

和解协议执行无法可依、执行机构和人员队伍建设不规范、执行救济程序缺失等问题。为了更好地规范

和解协议执行体系，实现《公约》的落地，我国应准确理解《公约》对执行国际和解协议的要求，并结

合立法和实践现状探讨国内制度应当如何与《公约》的规定相衔接，进一步考虑我国商事调解法律应当

进行怎样的完善。在加快商事调解立法进程的同时，建立与《公约》相适应的商事和解协议执行体系，

规范调解机构和调解人才队伍，以落实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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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op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makes it possible to directly enforc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settlement agree-
ments across borders. Although China has signed the Convention, it has not yet ratified the Con-
vention through domestic legislative procedures. China is still in a legislative gap in the imple-
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In practice,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the inability to comply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ttlement agreement, the irregular 
construction of the enforcement agency and staff, and the lack of implementation relief proce-
dures. In order to better regulate the implementation system of settlement agreements and real-
i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China should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and explore 
how the domestic system can be integrated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in light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Further consider how China’s commercial mediation law 
should be improved. While accelerating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of commercial mediation, establish 
a commercial settlement agreement implementation system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Conven-
tion; standardize mediation institutions and mediation talent teams to implement the implemen-
t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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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 8 月 7 日，中、美、印、韩等 46 个国家在新加坡出席会议，签署了《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

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根据《公约》的规定，本公约于第三个国家批准后的 6
个月后生效。卡塔尔于今年 3 月 12 日批准了该公约，成为第三个批准该公约的国家，公约在今年 9 月

12 日正式生效。可以预见，随着《公约》的生效，国际商事调解将迎来发展高峰，这也要求调解参与人

在实践中正确理解、适用《公约》的各项规定——尤其是关系到当事人实体利益的和解协议的执行条件。

我国作为公约成员国，虽然尚未通过国内立法程序批准《公约》，但在未来的商事调解立法中必然会涉

及到国内商事调解与《公约》衔接的问题，因此我国要尽快完善商事调解领域相关制度，尤其要加快和

解协议执行阶段的法律建设，积极发挥调解的优势。 

2. 《公约》对执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规定 

《公约》正文一共 16 条，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类：适用范围、和解协议的执行、拒绝执行的理由

和救济以及声明和保留的条款，本文主要分析《公约》关于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和拒绝执行方面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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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和解协议的执行机制 

在有关执行的问题上，《公约》回避了“承认”一词，开创性地规定了“直接执行机制”。《公约》

第 3 条规定了成员国对执行和解协议应当承担的义务：一是在当事人向成员国申请执行和解协议时，成

员国应当按照本国程序规则并根据《公约》执行该和解协议；二是在当事人因一项已由和解协议解决的

事项发生争议时，成员国应当准许当事人按照《公约》规定的条件援引该和解协议，以证明相关争议已

经得到解决。此条规定与我国国内法规定不同，我国国内的和解协议仅具有合同性质，不具备强制执行

力，必须经司法确认才能在后续执行程序中保证其效力，而《公约》的这条规定解决了和解协议本身可

执行的问题，协议本身就具有执行力，无需当事人提前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即如果当事人直接根据《公

约》要求在我国执行和解协议，在协议不违背《公约》其他规定的情况下，我国必须按照《公约》执行

该和解协议。 
在执行机制的安排上，《公约》第 4 条对协议的形式和执行条件方面仅仅规定了最低程度的要求，

只要求提交当事人签署的和解协议以及产生于调解的证据。1 只要满足了这两项要求，公约成员国就有义

务执行对应的和解协议。这一要求给予各国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各国在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和执行时，

可以再降低对和解协议的要求，以执行更大范围的和解协议，只要各国的措施不违反《公约》的最低要

求。 

2.2. 拒绝执行的理由 

《公约》第 5.1、5.2 条列举了一系列可以拒绝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形，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的情形，

其一是当事人可自行举证的情形，包括当事人无行为能力、有关救济有悖和解协议条款、和解协议本身

存在缺陷以及调解员严重违反相关准则的行为[1]。《公约》虽然采取了穷尽式的列举，但在执行过程中，

不可避免会出现解释问题，比如《公约》没有规定如何认定当事人处于某种无行为能力的情况，需要各

国根据本国法律在执行过程对规定的情形进行更为详细的解释。特别注意的是，此条特别提到了调解员

违反相关准则的行为，对调解员的品德和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也提示我国应注重调解员队伍建设。

其二是主管机关可认定的情形，包括有关救济违反公共政策或者有关争议事项无法以调解方式解决。对

公共政策的理解和有关争议是否可调解，各国的规定都不相同，但从发展趋势来看，不管是在《纽约公

约》下对于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还是基于《公约》对和解协议的执行，各国引用公共政策的态度都应

当更谨慎。2 尤其是在商事调解中，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以解决相互之间商业上的纠纷为目的，其法律

关系一般不会触及公共利益或者违反其它强制性规定，因此应当尽量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对于争议

是否可调解，考虑到各国加入《公约》的目的在于增加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使用，同时各国法院在依

据“争议事项是否为可仲裁事项”拒绝仲裁的承认与执行上都非常小心，因此在相对更灵活的调解领域

也应尽量减少仅依据“有关争议事项无法以调解方式解决”的理由而拒绝执行的情形。 

3. 我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规范的现状和对接《公约》的困境 

我国承认诉讼中在法院主持下达成的和解协议，也对《人民调解法》下的和解协议作出了法律规范，

但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我国尚未作出相应的规范。关于协议执行力的问题，仍然依赖司法系统的确认

来获得可执行的效力。《公约》的出台代表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发展的最新走向，但在目前我国商事调解

法律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批准《公约》会导致我国商事调解与国际商事调解脱节。因此应当明晰我国

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的现状，思考如何在和解协议的效力尤其是在执行层面和《公约》衔接，更好地执

 

 

1《新加坡调解公约》第 4.1 条。 
2S.I. Strong, “Beyon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Th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2014) 45 Washing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Law & Policy 32, p.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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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使调解为更多的当事人所选择。3 

3.1. 我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规范的现状 

在《公约》出台前，国际上对于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没有统一规定，考虑到各国法律之间的差

异，对于和解协议的跨国执行一般由各国国内法进行规制。 
我国法律体系中没有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的立法规定。可能涉及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问题的

主要是两部司法文件：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

意见》(以下简称《09 意见》)和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

革的意见》(以下简称《16 意见》)。《09 意见》第 9 条、第 10 条肯定了调解协议的民事合同性质，4据

此，我国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可以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进行判断。而对于和解协议的执行，我国始

终认为和解协议没有强制执行力，必须经转化和确认程序方可强制执行。《09 意见》没有创设新的执行

机制，而是规定可以通过申请公证、申请支付令和司法确认来强化和解协议的执行力。《16 意见》则进

一步提出要求加强与综治组织、行政机关、商事调解组织、公证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对接，确保和解

协议的落实。《16 意见》对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的规定不同于《09 意见》，其更强调以司法确认程序和

支付令程序来赋予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对公证制度则没有做出更多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更希望通过

司法程序赋予和解协议强制力，即让法院全程参与和解协议执行力的审查和执行阶段，保证强制执行力

的获取程序与之后的执行程序能够顺利衔接，以加强司法公信力。但是，这种倾向强化了司法机关对协

议的强制执行力的确认和执行的责任，一方面不利于调解机构独立发展，另一方面又加重了司法机关的

压力，与调解制度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 

3.2. 当前存在的困境 

如果《公约》对我国生效，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将按照《公约》的规定得到执行，这将考验我国商事

调解法律制度与《公约》的适配。然而，我国商事和解协议一般性立法的缺位使得与调解相关的具体法

律制度存在空白或不足，给《公约》在我国的适用造成障碍；另一方面，商事调解人才的缺乏和不予执

行协议时救济程序的缺失，也将打击国际商事争议当事人运用调解解决争议的积极性。 

3.2.1. 执行商事和解协议的法律存在空白 
虽然我国已经签署了《公约》，但是我国尚无针对国际商事调解的一般性立法，更不用说与和解协

议执行相关的内容。和解协议执行的规定分散在各部门法及司法文件中[2]，同时在执行机制的具体法律

规定上仍存在空白，这就给今后《公约》在我国的适用造成较大障碍。在现有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如何

实现与《公约》的衔接，未来如何执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是目前需要讨论的问题。商事和解协议法律的

缺失主要产生以下问题： 
第一，对商事调解的定位模糊。我国的调解主要由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大部分组成，

《09 意见》首次明确了商事调解的法律地位并将商事调解列为调解的一种，可见我国非常重视调解的作

用。但是从发布的各项文件来看，我国主要精力还是集中于人民调解上，对商事调解的定位始终不明晰，

实践中一般将商事争议交由人民调解加以解决。人民调解虽有权受理商事争议，但是依靠人民调解来解

决商事争议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行政化色彩浓重、法学专业水平不高、调解员未职业化等。随着社会

 

 

3Lo, Chang-Fa, “Desirability of a New International Legal Framework for Cross-border Enforcement of Certain Mediated Settlement 
Agreements”, (2014) 7 Contemporary Asia Arbitration Journal, p. 119-138.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第 9 条：“没有仲裁协议的当事人申请仲裁委员

会对民事纠纷进行调解的，由该仲裁委员会专门设立的调解组织按照公平中立的调解规则进行调解后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

的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在《公约》出台前，国际上对于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没

有统一规定，考虑到各国法律之间的差异，对于和解协议的跨国执行一般由各国国内法进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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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发展，商事纠纷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商事调解却仍然没有其统一和权威的概念和定位，一旦有

新的民间纠纷类型出现，人民调解就承担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兜底职能[3]，这就使我国的商事调解制

度始终难以得到重视，也导致我国商事调解的现行立法不足以满足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需求，更无法应

对我国加入《公约》后国际商事争议调解所面临的新形势。 
第二，机构调解程序混乱，审查和执行程序缺失。我国尚未规定专门的商事调解机构来解决国际商

事争议[4]。近年来，虽然调解机构数量迅速增加，但我国在商事领域没有代表性的调解机构。实践中进

行商事调解的组织主要是法院、仲裁机构、行政机关、行业协会等，这些机构分类众多、调解规则不同、

认定商事争议范围的标准也不一致。这种混乱会带来调解程序何时进行、寻找哪一方机构审查和执行和

解协议、如何选任调解员等问题，而争议各方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会更倾向于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方

调解机构，加剧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更不利于协议的执行。因此，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规范调解

程序，指定专门机构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和执行。 
第三，我国对和解协议直接执行程序未予认可。我国对和解协议的审查十分严苛，法院在对和解协

议进行司法确认时，不仅进行形式上的审查，还对其进行内容上的审查，这与《公约》的要求相悖。我

国将调解后的结果分为调解书和调解协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49 条第 3 款的规定，当事人必须履行

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据此，调解书只要满足立法所规定的生效条件，即具有强制执行力；而根据《民

事诉讼法》第 194 条和 195 条的规定，经调解所产生的和解协议只有经过司法确认才能予以强制执行。

《公约》第 3 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后将在执行地国直接开始执行程序，免去承认程序所带来的成本负累

和效力的不确定性，执行地国有关机构只对和解协议做《公约》要求的审查，成员国应当认可符合第 4.1
条形式要求的国际和解协议的效力，对和解协议只需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可见我国尚未认可和解协议的

直接执行力。 

3.2.2. 缺乏专业化的商事调解人才队伍 
《公约》第 5.1 条提到了调解员的规则和披露义务，调解员行为的正当与否，也是和解协议能否被

执行的抗辩因素之一，要求各国必须重视调解人员的培养及管理机制。我国法律没有对商事调解员的

资格进行规定，目前在实践中对商事调解员的资格审查一般参照人民调解员的标准，这样的做法当然

存在一系列问题。《人民调解法》第 14 条中规定了人民调解员的选任标准：“公道正派、热心人民调

解工作，有一定文化、政策水平或者法律素养。”但这一标准过于宽泛，对调解员所需的理论知识、

专业素养、职业水平、选任标准都没有明确的说明。而《公约》的商事调解对调解员的要求极高，调

解员自身的知识和人格素养在调解程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际商事调解的调解员除应具备国内民商

事案件调解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外，还需具备外语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最好还要对大陆法和普通

法的体例、不同文化等有一定的了解。如果我国的调解员不具备这些能力，仅仅沿用国内调解中惯用

的思路、方式来主持国际商事调解，将很难使申请当事人产生相应的信赖，很难被外方当事人接受为

调解员，更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调解结果。5 我国目前并没有对调解员的专门培育，也没有对调解员的

资格认证标准，难以选任出符合公约标准的调解员[5]。缺乏调解员资格认证和科学管理保障下的商事

调解将面临困境，对调解程序以及调解员行为正当性的判断，也就因此缺乏相关的依据和标准，从而

给执行带来障碍。 

3.2.3. 和解协议不予执行的理由和救济程序不完善 
由于我国没有关于商事调解的立法，也没有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不予执行的规定，因此，对不予执

 

 

5Danny McFadden, “Culture, Business Negotiation and Mediation: 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fference, Communication Styles and Find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2014) 3 Asia Dispute Review, p. 13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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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理由和救济只能参考其他部门法和司法文件的规定。 
《09 意见》第 24 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 7 条对不予

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的情形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6 相比国际商事调解，人民调解从流程、法律关系上都较

为简单，仅考虑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但将内容复杂专业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效力依照该规定判断是

否予以确定或执行，则显得不够完善。 
对和解协议不予执行的救济主要是指在申请执行和解协议的审查程序中发现协议不符合执行条件，

如何对其进行救济。《人民调解法》第 33 条规定，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后形成的和解协议若在司法

确认过程中没有通过，那么当事人只能就原争议达成新的调解或仲裁或提起诉讼。这种情况下如果当事

人不履行，而法院又不能进行司法确认，很有可能导致之前的所有程序失效，只能重新起诉或仲裁。在

国际商事调解中，如果和解协议被认定为不予执行，不论是否能将程序转为诉讼或仲裁，必然导致司法

资源的巨大浪费，并且对调解制度产生冲击，影响国际商事当事人对调解的信赖。 
当然，由于人民调解是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而国际商事调解是因国际交往而产生的纠纷解决方式，

两者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质的不同。因此，不能将人民调解协议的相关制度直接套用在国际商事和解协议

上，对于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不予执行的情形，我国应当考虑相应的救济措施。 

4. 《公约》对我国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的启示 

当前我国的商事调解制度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尚未形成一套统一的、切实可行的制度。国际商事

和解协议的执行对各国来说都是一个重要命题，因此，借助此次《公约》出台的契机，我国可以以《公

约》为参考，通过立法和其他配套手段完善执行商事和解协议的相关制度，探索出一套既符合国情又紧

跟国际趋势的商事调解制度，细化和解协议的认定与执行机制，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创造更好的

法治环境，以促进争议当事人更多运用调解友好解决争端。 

4.1. 加快商事和解协议及其执行方面的立法进程 

就目前而言，我国关于商事和解协议及其执行的法律规范较为单薄，主要集中于《民事诉讼法》、

《人民调解法》和相关司法文件的部分条款，并且这些都不属于国际商事调解。针对我国商事调解出现

的问题，我国在制定和解协议相关立法时可以借鉴《公约》以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

解示范法》的相关经验，发挥商事调解的优势。7 
首先，在制定商事调解法律时要明晰商事争议的概念以及商事调解的范围，尤其要厘清人民调解与

商事调解的关系，使调解机构能够明晰案件类型，将案件快速分类，以尽快解决矛盾。 
其次，确定和解协议的执行效力。对于和解协议的审查和执行，我国当前仍要求进行司法确认才赋

予协议以强制执行力，但《公约》规定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在符合《公约》规定的形式要件后即具有执行

力。未来我国批准《公约》后，如果对国内的调解不予以司法强制执行力，却对域外的调解大开方便之

门，势必会造成相当程度的不公平，进而对我国国内商事调解造成巨大的打击。因此，我国商事调解在

对协议可执行性进行立法时，理想的情况应该是无论国内调解还是国际调解所产生的和解协议都应该具

有直接执行力，但由于当前我国在立法和实践上都缺乏执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经验，可以考虑借鉴新

加坡的立法模式，就商事调解有无强制执行力对国内商事调解与国际商事调解进行分别规定。 
最后，尽管中国已经加入《公约》，但要我国立刻出台一套完整的《调解法》以适应《公约》是不

 

 

6《09 意见》第 24 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调解协议效力：(一)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二) 侵
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三) 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四) 涉及是否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五) 内容不明确，无法确认

和执行的；(六) 调解组织、调解员强迫调解或者有其他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准则的行为的；(七) 其他情形不应当确认的。” 
7《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https://uncitral.un.org/zh/texts/mediation/conventions/international_settlement_agreements，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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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因此，我国可以考虑先行制定一系列的司法解释，使国际商事当事人在直接根据《公约》在我

国要求执行和解协议时有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为《公约》在我国的落地提供一定的缓冲，之后在总结

案件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立法草案。 

4.2. 确定商事调解主管机构，培养专业调解人才队伍 

确定国际商事调解主管机构，对和解协议的执行进行严格审查。《公约》规定了和解协议的直接执

行措施，同时也规定了拒绝准予救济的情形，被请求执行国可以对和解协议进行一定的审查，以查明协

议是否违反公共政策以及该协议是否具备可执行性、和解协议是否具有终局的约束力、协议义务是否尚

未履行、对协议义务是否表述清晰且能够被理解[6]，对不符合这些要求的和解协议，执行地主管机构可

以拒绝救济，因而建立明确的审查规则确定审查机关显得尤为重要。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所涉的纠纷本身

可能标的额较大、案情较为复杂，查明和解协议是否可执行以及是否有可拒绝准予救济的情形需要极强

的专业性，应当指定专门机构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考虑到《公约》的主要目的是执行和解协议，而在

我国负责执行的机构一般是法院的执行庭，由此，和解协议的审查由人民法院负责更为合适。《民事诉

讼法》第 283 条规定，对国外仲裁机构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一般由中级人民法院办理。为了更好地管辖案

件并提高审查效率，对和解协议的审查和执行也可以交由各地区的中级人民法院负责。鉴于国际商事法

庭多元解纷平台的国际性，专业性与权威性，在案件涉及标的额巨大、案情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我国还

可以考虑由国际商事法庭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和执行。 
其次，相比于仲裁和诉讼，调解尚未具备相对完善的程序制度和质证、辩论环节，其执行方式也不

具备强制性，在中国加入《公约》后，许多人对未来中国执行《公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欺诈调解表示

担忧，如果不对调解员的资质作出统一规定，低素质的调解员可能会勾结一方当事人，进而导致虚假调

解，给协议的执行带来障碍。因此应当趁此契机完善我国关于商事调解员的制度，规范队伍。在选任方

面，可采取公开招考的方式将高素质、高水平、能力强的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员招募进商事调解队伍，

在选拔国际商事调解员时重点考察其实体知识储备，可以借鉴葡萄牙的规定，将调解员所接受的国际商

事调解业务培训作为国际商事调解的准入门槛，在通过调解培训课程后由培训机构对调解员作出资格认

证；对调解员的资质方面，我国要注重职业伦理培养，明确调解人员的专业素质，设置资格准入门槛；

对于履职情况，可制订调解员职业规则，并将职业规则的遵守情况与调解员认证相挂钩，强化规则的约

束力，也可以引入监督制度以督促其合法履行职责[7]。 

4.3. 建立不予执行和解协议的救济机制 

《公约》列举式规定了不予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形，在我国尚无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立法规定情况下，

应当借鉴其内容安排。 
对于和解协议在不予执行时如何进行救济的问题，首先，考虑建立内部报核机制。在国际仲裁的司

法审查制度中，最高院建立了法院内部报告机制，管辖法院如果认为裁决存在不予执行的理由，在裁定

拒绝承认与执行前，必须报请本辖区所属高院进行审查，如果高院与中院一致认为不应执行该裁决，高

院应当将其审查意见上报给最高院，待其最终定夺。这种法院内部报告制度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拒绝

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监督与救济，约束管辖法院在拒绝承认与执行涉外裁决上的自由裁量权。国际商

事和解协议不予执行的救济也可以借鉴仲裁的做法，设立和解协议不予执行的内部报核机制。法院在决

定不予执行时逐级报告给上级法院，形成司法系统内部对裁定结果的确认，由审判水平相对更高的法院

判断协议执行与否。当然，在审查执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问题上，在内部逐级报告时还可以考虑经高

级人民法院审核后上报至国际商事法庭，由国际商事法庭进行审核，利用其独立性和专业性以及对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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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程序和法律的了解，更好地把握审查的尺度和标准。 
其次，虽然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不能适用《人民调解法》，但仍然可以参考人民调解中对调解协议不

予执行的救济。《人民调解法》规定对于法院不予确认的和解协议，当事人只能通过两种途径来最终解

决争议，一是继续调解途径，包括变更和解协议和重新达成和解协议；二是针对原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就第一种方式而言，由于《公约》第 5.1 条(b)项(三)目规定，“随后被修改”是《公约》项下不予

执行的法定抗辩，因此，变更和重新达成协议不适用于国际商事调解领域；第二种方式在国际商事领域

相对更具可行性，我国可以规定，当和解协议被不予执行时，当事人可以考虑调解转仲裁、调解转诉讼

模式。同时，为了避免当事人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也为了提高司法效率，法院或仲裁庭在对争议进行

审查的过程中，对和解协议的事实部分可以适当进行参考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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